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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歷史到日常生活：
評劉淑芬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李巍

河南大學

摘 要： 劉淑芬深耕中古佛教史研究，善於運用多種社會學方法揭示

中古佛教與社會的複雜關係。《 中古社邑與信仰 》 一書全景式地展現

了佛教與社邑之間的相互作用，深刻揭示了佛教在基層社會的傳播狀

況及民眾信仰的實際狀態，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巧妙地將嚴謹科學

的方法與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相融合，以精湛的筆觸勾勒出中古民眾

在生命歷程諸般挑戰中的真實生存狀態；第二，連接了制度性宗教與

那些更為鬆散、彌漫性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現象之間的理解鴻溝；

第三，關注個體宗教生命的具體體驗，以及強調佛教連接社會各階層

族群的功能，重視佛教教化、救助百姓的社會功能，體現了近年來佛

教社會史研究轉向生活史的新動向。

關鍵詞：社邑、中古社會、佛教醫療、生活史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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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芬，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後、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史語所副研究員 (1983.8-1993.2)、
研究員 (1993.2-)。劉淑芬著述頗豐，其研究集中在中古城市史、
中古佛教史和中古社會史，早些年重要著作包括 《 六朝的城市與
社會 》( 臺北：學生書局，1992 )，《 慈悲清淨 —— 佛教與中古社會
生活 》( 臺北：三民書局，2000 )，《 六朝的城市與社會 ( 韓文版 )》

( 首爾：景仁文化社，2007 ) 等。這些著作不斷完善擴展，後來推
出簡體中文版或發展出新的議題，如 《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 》(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滅罪與度亡 —— 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幢之研究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慈悲清淨：佛教
與中古社會生活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近年來，隨著 《 六
朝的城市與社會 ( 增訂本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 ) 以
及最新的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 )

面世，中古佛教社會史的學者們再一次領略到劉淑芬女士的學術
風采，其嚴謹的文獻學路徑和多樣化的社會學方法也為學界研
究中古佛教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 六朝的城市與社會 ( 增訂本 )》 一書是劉淑芬博士論文的延
續，綜合分析了六朝時期以建康為中心的城市發展、社會經濟及
都城制度。上篇詳細描繪了建康城的興衰歷程、經濟基礎、佛寺
佈局、園宅特色及治安狀況，並對比了與北魏洛陽的差異。中篇
則聚焦於六朝社會的移民潮、民族融合、商業政策轉變及地方經
濟發展，特別是會稽士族與經濟社會的複雜關係。下篇則深入探
討了中古都城坊制的形成、特點及崩解過程。全書通過通過城市
史、社會經濟史以及制度史三個相互區別卻又緊密聯繫的視角展
開六朝時期建康城市的多個側面，通過豐富史料和深入分析，全
面展現了六朝城市與社會的歷史面貌，為讀者提供了深入瞭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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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歷史時期的獨特視角 1。《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 》 一書深入探
討了三至十世紀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對社會各層面的深刻影響。全
書分為佛教與政治、佛教與民俗、佛教與喪葬、寺院與養生四大
部分。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佛教如何滲透並塑造當時人民的
生活。在政治層面，分析了太武滅佛事件背後複雜的民族史背景，
佛教成為北方各民族 ( 如蓋吳起義，北涼政權後紀沮渠餘部 ) 反
魏勢力的信仰基礎和聯繫紐帶，這也是魏武滅佛的重要原因 2。
民俗方面，探討了佛教節日、齋戒習俗及地方社會的佛教信仰。
喪葬部分則研究了佛教影響下的特殊葬俗，如露屍葬和塔葬。寺
院與養生章節則揭示了佛教寺院在醫療、救濟等方面的社會功能，
以及茶、湯藥等日常用品在寺院生活中的運用。《 滅罪與度亡：佛
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 》 集中於經幢這一特殊的佛教文獻載
體，討論其背後豐富的文化意涵。經幢是唐代發展起來的以鐫
刻佛教經文為主的石柱建築。經幢所刻大多為 《 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 》，此經是釋迦牟尼佛為解救善住天子臨終前將輪回畜生、地
獄道並受諸苦而說。唐以來，地獄觀念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以鐫
刻此經的經幢其功能就是滅罪度亡、破地獄門，兼及祛病延壽、
禳災祈福，乃至鎮護土地、保境安民等內容。唐人因信仰、尊奉
此經而廣植經幢。作者將經幢作為社會史的獨特資料來處理，通
過各種經幢結構、造型與所刻內容的考察分析，揭示唐代及唐以
後社會宗教生活與宗教心理的一個基本特徵 3。該書是劉淑芬 90

年代以來重要經幢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有學者認為該書展現
了劉淑芬研究扎實的 “ 實學 ” 功夫、 “ 多向度 ” 的研究視野以及 “ 新

1  劉淑芬 《六朝的城市與社會 (增訂本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
2  劉淑芬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3-45頁。
3  劉淑芬 《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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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 特色，因此 “ 將經幢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4 《 慈悲清淨：
佛教與中古社會生活 》 一書深入剖析了佛教在中古時期對社會生
活的全方位影響。從敦煌 “ 福田經變 ” 的生動描繪，到佛教與國
家社會救濟的緊密結合，如僧祗粟、悲田養病坊的設立，佛教展
現了其慈悲救世的精神。同時，書籍揭示了 “ 年三月十 ” 等佛教
節日如何融入民間生活，成為庶民娛樂與精神寄託的重要部分。
在性別維度上，佛教為女性提供了平等的修行空間，也影響了男
性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此外，本書還探討了淨土佛國理想對中
古人們精神世界的塑造。總體而言，該書通過豐富的歷史資料與
學術研究，生動展現了佛教在中古社會生活中的深刻印記，不僅
參與了社會救濟、塑造了民眾信仰，還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與精
神追求，是中古社會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 5。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一書是對前面幾部著作相關論域的延
展，彙集了劉淑芬女士在中古佛教史、社會史及思想史領域的核
心論文。這些研究與前幾部重要著作有所聯繫，有些篇目是在前
面基礎上的擴展或修訂，同時對相關論域展開了更為深刻的討論。
該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 “ 中古社邑研究 ” 聚焦中古民眾佛教
信仰的背景，深入剖析了社邑作為基層社會組織的結構及其運行
機制。第二部分則廣泛探討了中古佛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多元角色，
包括其在喪葬習俗、社會救助及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影響。第三部
分細緻考察了中古僧侶獨特的修行實踐與儀式活動，諸如茶禮、
湯禮及懺悔儀式等。第四部分則專門研究了中古時期對聖僧與羅
漢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全書依託豐富的中古佛教文獻資料，不
僅展現了佛教與社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複雜動態，還深刻揭示了

4  張建宇 《經幢研究的一個新高度——讀劉淑芬 〈滅罪與度亡 〉》，《社會科學論壇 》
2012年第 6期，第 246-249頁。
5  劉淑芬 《慈悲清淨：佛教與中古社會生活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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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基層社會的傳播狀況及民眾信仰的實際狀態。此書對於深
化我們對中古社會史、思想史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一、中古時期社邑與信仰的全景展示

(一 )中古社邑研究

本書第一部分為 “ 中古社邑研究 ”，收錄了四篇論文，集中討
論了社邑這一社會組織在佛教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5-6 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 》 通過華北村落的佛教造像記
深入探討了5-6 世紀鄉村的宗教活動與儀式，以此為支點論述佛
教的功能。作者通過詳實的材料，展現了這一時期北方造像成風
背後複雜的原因，佛教經典鼓勵造像，“ 觀佛 ” 作為重要的修行方
法，以佛像為中心的道場，從而舉行儀式和法會，同時大量造像
也是為了滿足浴佛、行像、行道等佛教儀式的需要，這些既是北
朝造像碑產生的社會背景，也是其文本所展現的重要內容。雖然
北朝造像碑眾多，但是也有具體的地域性差異，這和北方的村落
情況密切相關。北朝的村落規模大小不一，因為戰亂，人民通過
具有防禦性質的塢堡聯繫緊密，在戰亂之中，所有百姓相互依存，
村落也並非全是漢人。即便發生了官方滅佛行動，佛教傳播並未
停止，而是出現了遊僧隱匿鄉間繼續遊化鄉村的情況。正是在此
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佛教與鄉村居民生活的複雜關係，本文著
重分析了 “ 義邑 ” (“ 法義 ”) 這一鄉民的宗教組織，由此一窺複雜
的佛教儀式的演變和法會的開展，繼而展現節慶等各類佛教活動
的盛況 6。在全面展現佛教如何介入鄉村生活之後，系統性地討論

6  劉淑芬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29-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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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佛教整合社會，促進鄉民交流的功能。隨著佛教的傳播，佛教
的戒律也成為鄉村生活準則的一部分，進一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

在 《 香火因緣 —— 北朝的佛教結社 》 一文中，作者借 “ 香火
因緣 ” 一詞來概括 “ 北朝佛教僧俗因共同休息佛法而結社，對佛
教教理的信奉，特別是透過共同造像、造經、建造寺院、供養寺院、
舉行齋會等活動 ”，因為上述活動都以香爐供養佛的儀式，因此
可以用來形容 “ 共同供佛侍僧，乃至於因佛教行事而結合 ”7 各類
活動，既包含其活動，也包括參與者。文章從造像記文本的性質
出發討論其內容，重點分析了 “ 回向文 ” 中的 “ 四恩三有 ” 的內涵
和社邑成員的共修性質，同時釐清了 “ 邑 ”“ 邑義 ”“ 異義 ” 等詞的
內在意義。作者在山崎宏研究的基礎上 8 對南北方造像記的文本
性質進行了分析，認為北朝造像記多不標明撰文者姓名，而社邑
成員大多由僧尼和俗人共同參與，而南方則因為禁碑令，幾乎不
存在造像記。文章也從供奉神祇、不殺生的觀念，較廣的地理範
圍以及眾生平等的理念和禁斷殺生的修行與國家祭祀的差異等四
個方面對比了佛教 “ 法社 ” 與中國原來傳統中 “ 社 ” 之間的衝突和
差別。但是在造像碑執事的名稱和刻畫 “ 邑子 ” 畫像等方面，兩
者又有相似之處 9。最後，作者著重分析了佛教社邑在山東、關隴
等地區差異：山東地區佛教結社成員多稱 “ 法義 ” ( 法儀 )，成員
之間互稱 “ 兄弟姐妹 ”，執事也較為簡單；關隴地區則有不見於其
他地區的 “ 佛道混合造像碑 ”，執事名稱也與其他地方有所區別，
部分義邑具有宗教之外的功能，同時社邑並非均為漢人。

《 從造像碑看南北朝佛教的幾個面向 —— 石像、義邑和中國

7  劉淑芬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第 61頁。
8  山崎宏認為南北方社邑的主要差異在於北方社邑多為平民組成，文化程度較低，
而南方則是貴族大官為主。山崎宏 《支那中世紀佛教の展開 》，東京：清水書店，
1947年，第 827-837頁。
9  劉淑芬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第 6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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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經典 》 一文多角度分析 《 香火因緣 —— 北朝的佛教結社 》 已
經提到的造像碑北多南少的問題，也分析了南北方造像碑的其他
相關話題。首先作者從官方制度角度出發，認為南北朝造像碑數
字懸殊是南方禁碑令的結果。北朝造像碑除了個人或者家族興之
外，多為僧俗所組成的法義或者邑義組織建造，而南朝因為實施
“ 符伍連坐制 ” 使得南方社邑較少，這也是本文最大的著力點。“ 符
伍制 ” 就是居民以五家為一個單位，互相監察連坐的制度，這一
制度在南方較為流行，北朝則基本沒有施行。最後，北朝政府並
未限制 “ 中國轉述經典 ”，因此流傳較廣，而南朝政府抑制了此類
經典的流傳。晉武帝禁碑令延續了曹操的政策，西晉禁碑令及其
嚴格，東晉延續了西晉的政策，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南朝大族如
果想要立碑，需要皇帝格外開恩；梁武帝時期，禁碑令相對寬鬆，
這一時期的石刻增多。整體上南朝禁碑令比北方嚴格，因此出現
石像也多與神跡故事相關，同時石刻造像和石窟衹有在特殊緣由
下出現，如四川成都等地的造像。而南朝僅有的幾處石窟造像和
齊梁皇室的支持有關。因為南方禁碑，所以南方佛教文物多以金
銅像，木像、檀像、瓷像、陶像等其他形式出現。

《 中古佛教政策與社邑的轉型 》 一文先是確立了北朝到隋代
的佛教政策促進佛教信仰組織 ( 社邑 ) 發展的基本面貌：北朝並
不禁止僧俗往來，社邑 ( 義邑、法義 ) 作為基本的信仰組織發展
迅速，成為僧俗宗教修行的樞紐；北朝在僧人、寺院數目上較為寬
鬆，同時統治僧人的主要是僧官而非世俗官僚，而且僧人通過深
度參與義邑的各類宗教實踐，開展 “ 敷導民俗 ” 的教化活動。以
此為參照係，作者分析了唐代之後的新變：開元年間開始，政府
對於僧人統治政策逐漸收緊，俗官統治僧人，嚴格控制寺院數目，
對於寺院管理更為嚴格，以唐高宗 《 咸亨五年詔 》 為代表的詔令
嚴格禁止春秋二社之外的所有結社，之後各類詔令逐漸強化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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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佛教的限制。在此基礎上，中晚唐社邑也發生了變化：從名稱上，
從 “ 義邑 ” 變為 “ 邑 ”、“ 社 ” 或 “ 會 ”；僧人不再是社邑活動的中
心或者指導者，而是隱去身份，成為普通的參與者。宗教活動內
容也逐漸窄化，結社的主要目的成了修習特定經典或者教法，或
者是建造經幢。而五代和宋延續了唐代對於社邑的嚴格管控，“ 經
社 ” 或者 “ 經會 ” 以及 “ 千人邑 ” 的形式延續了唐代社邑的形式和
內涵。

(二 )佛教與社會

第二部分 “ 佛教與社會 ” 收錄三篇論文，從具體的生活細節
出發，談論佛教如何深入民眾生活，成為社會有機組成的一部分。

《 六朝家訓、遺令中的佛教成分 —— 喪葬的新元素 》 從最
基本的喪葬儀式入手，通過廣義的家訓 ( 包括遺令、遺制、遺書、
誡子書、以及臨終遺言、囑託等多種形式 ) 討論佛教對於六朝喪
葬文化的影響，涉及入殮、殯葬、祭祀等多個角度。從納棺入殮
而言，佛經成為重要的隨葬品，死者遺囑甚至表達想要穿著僧人
服飾，乃至剔除鬚髮，或者以僧人形象入殮的願望。這些做法自
然衝擊了原本的儒家禮制，成為儒佛爭訟所在。就埋葬方式而言，
露屍葬 ( 沒有棺槨，遺體曝露於荒野或沉入水中，成為佈施身體
的修行 ) 和夫妻異穴 ( 夫妻不合葬 ) 成為新的喪葬方式。其中也有
南北差異，北方皇室和士人有露屍葬的宗教實踐，而南方則沒有。
南北方皆有夫妻不合葬的情況，南朝以後也有希望死後葬在死者
景仰的僧人墓旁或者塔旁的情形。就祭祀物品和時間而言，因為
佛教戒律的影響，為了遵守五戒，篤信佛教者不再使用牲祭，而
是用肉脯或者蔬菜瓜果等實踐；香火，香水，香燈成為靈前必備
之物。佛教齋日也成為重要的祭祀日期。死後祭祀活動也更為豐
富，圍繞 “ 營福 ” 和 “ 追薦 ” 等內容形成了複雜的祭度亡者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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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營福，即為亡者營造福田，積累福業，因此親友為其建造
寺塔、造像寫經，救濟貧弱。追薦則是通過種種儀式希望死者跳
脫生死，往生極樂，在佛教六齋日設齋祈福，通過七七齋、百日齋、
祭日齋等儀式為死者追福，同時在七月十五盂蘭盆節，超度亡者。

《 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 —— 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
究 》 聚焦 “ 標異鄉義慈惠石柱 ” 這一具體文物，討論背後的社會
史內容。該石柱高七米，建造於北齊時期，位於河北定興縣，作
者認為該石柱見證了北朝佛教徒的社會救濟事業及其對社會的影
響。並從五個角度說明了這種影響。第一，佛教經典對佛教徒社
會福利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流行的佛教經典宣導慈悲為懷，
鼓勵信徒行善積德，這直接推動了佛教徒積極參與社會救濟。第
二，北魏末年範陽地區的兵災人禍為佛教徒興辦社會救濟提供了
背景。戰亂導致屍骨遍野，饑民遍地，佛教徒出於悲憫之心，展
開了掩埋屍骨、救濟饑民等工作，並逐漸擴展到醫療服務。第三
“ 義 ” 這一佛教社會救濟組織的興起，與高僧大德弘揚佛法的修
行活動密不可分。標異鄉義慈惠石柱背後是名僧曇遵的弘法活動
的見證。曇遵的到來吸引了眾多信徒，使得 “ 義 ” 獲得更多經濟
支持，並吸引了地方大族和官員的加入。義坊規模不斷擴大，經
濟來源主要是信徒捐贈的田園宅地。此外，“ 義 ” 不僅平日提供
義食，還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賑濟活動，救助了築長城之役的民
夫和水災饑民，展現了佛教徒的積極貢獻。第四，“ 義 ” 作為基本
的佛教組織，隨著義社的發展，其經濟來源比較複雜，其在組織
民間力量，展開救災醫療等領域起著關鍵作用。第五，佛教的福
田思想不僅影響了民間社會救濟，也影響了國家的社會救濟事業。
佛教徒的善行得到了朝廷的褒揚，使得表彰個人美行義風的舉措
擴展到佛教團體。“ 標異鄉義慈惠石柱 ” 不僅是佛教徒社會救濟事
業的見證，更是佛教對中古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縮影。佛教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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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為懷，積極參與社會救濟，為社會的穩定和和諧作出了重要
貢獻。

《 唐、宋時期僧人、國家和醫療的關係 —— 從藥方洞到惠民局 》

從佛教醫療機構入手，分析了唐、宋時期僧人、國家和醫療的複雜
關係。佛教傳入中國後，為醫療領域增添了僧人醫療這一新類別，
與官醫、民間醫、巫醫、道醫共同構成了四大醫事系統。唐宋時期，
儘管官方醫療體系如唐代官醫、宋代惠民藥局等有所發展，但醫
療資源分佈不均，偏遠地區醫療匱乏。官方醫療的不足促使百姓
轉向民間醫療，其中僧人醫療因其免費或低價、藥品品質可靠而備
受青睞。南北朝以來，僧團逐漸掌握了醫療和宗教醫療資源，官府
在貧民醫療救濟上也需依賴佛教寺院和僧人。唐宋時期設立的貧
病救濟機構，如唐代的 “ 悲田養病坊 ”、宋代的 “ 福田院 ”、“ 安濟坊 ”

等，均源於佛教，這些由僧人主持或參與管理的機構不僅提供了
醫療救助，還體現了佛教的慈悲精神，成為傳播佛教的重要支點。
然而，從唐到宋，僧人在國家醫療機構中的角色發生了顯著變化。
宋代貧病救濟機構如 “ 居養院 ”、“ 養濟院 ” 等主要由官員主持，僧
人轉為輔助角色，負責煎藥、照管病人飲食等事務。這種轉變不
僅反映了國家對醫療權的控制加強，也體現了宋代對寺院、僧團管
理的嚴格化。僧醫作為醫療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官醫、民間
醫等並列，為民眾提供了多樣化的醫療選擇。同時，僧人在貧病救
濟機構中的作用也顯示了佛教在醫療領域的深遠影響。然而，隨
著唐宋政權的更迭和佛教政策的調整，僧人在國家醫療機構中的地
位逐漸下降，從主導轉為輔佐，這一變化反映了國家與佛教關係
的轉變，也是考察唐宋變遷的重要視角之一。本文的重要價值是
從醫療資源的角度切入中古佛教醫療，從制度的建立，僧人行醫和
與其他醫療資源相互補充又競爭的關係，較為深入的展現了唐宋
時期僧人醫療與國家醫療之間的動態關係，從而為我們理解背後



從社會歷史到日常生活 279

更複雜的文化轉型提供絕佳的案例。

(三 )佛教的修習與儀式

第三部分 “ 佛教的修習與儀式 ” 收錄四篇論文，聚焦佛教具
體的修行實踐和儀式文獻。

《 中古僧人的 “ 伐魔文書 ”》 探討了中古時期僧人撰寫的伐魔
文書，這些文書以軍事文書的形式書寫，內容多為對魔的宣戰或
招安，並在勝利後發布赦書。這些文書不僅是佛教宣傳的重要工
具，還反映了當時佛教徒對修行過程中內外魔障的嚴肅態度和應
對策略。首先，關於伐魔文書的作者問題，文中通過詳細考證，
否定了部分學者提出的某些文書為假託之作的觀點。特別是針對
署名智靜和釋道安的 《 檄魔文 》 內容高度相似的問題，通過對比
道安傳記中的記載，確認道安 《 檄魔文 》 為偽作，實為後人抄襲
智靜之文並冠以道安之名。同時，通過 《 高僧傳 》 等史料，證明
了釋寶林為 《 破魔露布文 》 的真正作者，而非牧田諦亮所認為的
僧祐。接著，文章深入分析了伐魔文書的內容與性質。伐魔文書
通過虛擬一場對魔的戰爭，將佛教經典中的修行挑戰具象化，以
軍事文書的形式表達，展現了僧人在修行過程中與內外魔障鬥爭
的嚴峻現實。這些文書不僅將佛帝王化、菩薩官僚化，還構建了
一個以佛國為虛擬疆界的帝國形象，通過征討天魔乃至四魔，最
終獲得勝利併發布赦書，體現了佛教徒對修行成功的堅定信念和
期待。文章還探討了伐魔文書在佛教傳播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文
書不僅被廣泛流傳，甚至被視為經典一般埋藏在佛塔之中，顯示
了佛教徒對其的高度重視。同時，國家的僧官也對這些文書給予
了認可和支持，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此外，伐魔文
書還為後世僧人提供了面對修行阻礙時的激勵和啟示，如唐代僧
人釋神邕在面對道士吳筠的誹謗時，便借鑒了劉宋時期釋寶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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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魔露布文 》 來批駁對方。然而，隨著佛教修行風習和經典翻
譯的變化，特別是盛唐以後密教經咒的興起、禪宗和淨土教的流
行，伐魔文書逐漸消失。這一變化反映了佛教修行方式和應對魔
障策略的轉變。盛唐以後，僧人更多地依賴密教經咒來對付內外
魔障，減少了與魔對峙的張力，也使得伐魔文書這種虛擬戰爭的
形式不再適應新的修行環境。最後，文章還討論了伐魔文書對後
世的影響以及其與道教神魔小說的關聯。雖然佛教中的魔在盛唐
以後發生了變化和轉換，但其在佛教傳播和修行中的重要作用不
可忽視。同時，六朝後期道教也受到佛教 “ 魔 ” 觀念的影響，修
道者開始重視通過集中精神來消滅內在魔障。這些變化為後世神
魔小說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基礎。由此可見，中古僧
人的伐魔文書不僅是佛教宣傳的重要工具，還深刻反映了當時佛
教徒的修行挑戰和應對策略。隨著佛教修行風習和經典翻譯的變
化，伐魔文書逐漸消失，但其對佛教傳播和後世文化的影響卻深
遠而持久。通過對伐魔文書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
古時期佛教的發展脈絡和其在社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 禪苑清規 〉 中所見的茶禮與湯禮 》 一文立足 《 禪苑清規 》，
結合其他相關戒律文獻，討論了寺院茶禮和湯禮的具體儀軌，包
含其時間、準備、座位、主客禮儀等眾多細節。本文 不僅分析了
冬夏兩季隆重的儀式和寺務人員的職能，同時借這一禮儀討論唐
宋社會禮儀的關係。通過對比寺院茶禮部分，認為這些禮儀有取
材於官方禮節的部分。通過比較 《 禪苑清規 》 中的茶禮和湯禮與
世俗社會的禮節，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這反映
了禪寺的茶會和湯會不僅是宗教活動，更是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
縮影。此外，禪寺的茶會和湯會還融合了道家養生和儒家禮樂的
精髓，體現了宗教與社會生活的緊密聯繫。唐宋時期，禪寺中的
茶會和湯會不僅是宗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佛教文化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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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社會交流的橋樑。本文詳細闡述了 “ 茶湯 ” 在禪寺中的特殊含
義，它並非指普通的茶水，而是涵蓋了茶、湯藥以及茶藥丸，這
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養生文化緊密相連。在禪寺中，茶會和湯會
尤其在四季的重要節日 ( 結夏、解夏、冬至和新年 ) 舉行，形成了
“ 三日茶湯 ” 的傳統。這些活動中，茶禮和湯禮作為核心儀式，不
僅體現了佛教的莊重與神聖，也展現了僧侶們對佛教信仰的虔誠。
通過這些活動，僧侶們不僅交流思想、傳播佛教文化，還與世俗
社會的官員、文人等建立了深厚的聯繫，促進了佛教與世俗社會
的融合與交流。這種互動關係不僅豐富了佛教文化的內涵，也推
動了社會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唐宋時期禪寺的茶會和湯會不僅是
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社會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它們通過
融合佛教、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精髓，展現了當時社會的多元與包容，
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 唐、宋時期的功德寺 —— 以懺悔儀式爲中心的討論 》 認為
功德寺作為唐宋時期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興起與佛教懺
悔儀式的發展緊密相連。功德寺的主要功能是追薦亡故親人，通
過長年禮渡和懺悔儀式，為亡者祈求冥福，超度亡魂。這一宗教
活動不僅體現了佛教對死亡信仰的深刻影響，還反映了佛教孝道
從追薦七世父母向追薦七代先亡的轉變。南北朝至唐代，佛教追
亡儀式逐漸發展，從少數佛教徒建造寺院祈求冥福，到唐代後期
形成建造寺院、延僧長期禮懺的風俗。功德寺的興起，特別是宋
代大量出現的功德寺，與當時 “ 改律為禪 ” 的風潮緊密相關。由
於懺悔儀式與禪觀的結合，功德寺多為禪寺，對佛教教團和規制
產生了深遠影響。功德寺的出現不僅是對傳統祖先祭祀習俗的衝
擊，也是佛教與儒家禮制家廟制度的結合。它同時包含了儒家禮
制家廟的成分和宗教上的薦亡作用，將報親之幽、顯合而為一。
宋代政府承認功德寺的作用，使得佛教薦亡儀式正式成為中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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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祭拜過程中的重要成分。此前關於功德寺的研究多從時間、原
因和經濟利益角度探討，而本文則從宗教層面深入分析，揭示了
佛教對中古死亡信仰的影響及功德寺出現的必要條件。同時，文
章還從社會史角度指出，宋代官員的功德寺將原本屬於公共空間
的寺院私有化，對佛教教團和規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 咒石與經幢 ——9 世紀碑刻所見佛教僧俗持念的陀羅尼 》 一
文通過九世紀建造的兩件陀羅尼石刻 ——9 世紀上半葉僧人靈璨
墓塔咒石和 9 世紀下半葉進士趙匡符所建經幢，分析其背後當時
僧俗佛教徒修習顯密結合，側重陀羅尼的修持傾向。並借助多種
陀羅尼經石和印刷實物說明，觀音信仰、大隨求信仰、《 金剛經 》

等相關陀羅尼在九世紀的流行。借此說明這些陀羅尼如何因其性
質和特色進入五代、宋時的修行體系之中，最終在入宋之後，成
為諸宗共用的修習內容。

(四 )聖僧與羅漢

《 中國的聖僧信仰和儀式 ( 4-13 世紀 )》 從聖僧信仰的角度出
發，討論唐代以後流行的十六、十八羅漢、五百羅漢信仰，以及
個別聖僧信仰的屬性。作者先是釐清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關於
“ 聖僧 ” 的區別，從而勾勒龐大的 “ 聖僧 ” 群像，從而界定其信
仰和儀軌。對其經典而言 《 請賓頭盧法 》、入大乘論，《 請聖僧
浴文 》、《 眾經飯供聖僧法 》《 大阿羅漢提米墮落所說法住記 》 等。
然後通過 《 法苑珠林 》《 諸經要集 》 以及 《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
鈔 》 等記錄，全面介紹了聖僧的儀軌內容：供聖僧的場合、儀軌，
聖僧的座次、聖像安置、聖僧錢和供養器具的使用等多重內容。
接著對整個中古時期的聖僧信仰進行了全景式的介紹，中國聖僧
信仰始於東晉，南北朝隨著新譯經典，相關聖僧感通事蹟和信仰
進一步流傳。作者明確指出 “ 唐代以前，聖僧信仰系指眾多的聖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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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僅知賓頭盧尊者；唐代新譯的經典中有十六羅漢、十八羅漢
之名，也出現惡五百羅漢的信仰。另有個別聖僧寶志、萬回。僧
伽等信仰，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些不知名或知名的聖僧信仰或
知名的聖僧信仰都是同時存在的。” 10 最後作者介紹了宋代的聖僧
信仰，僧堂中設置 “ 聖僧座 ” ( 聖僧龕 )，且該座成為某些儀式的
中心。出現了專門的 “ 聖善侍者 ” 這一負責聖僧相關儀軌的僧職。
同時，聖僧儀式已經深入寺院日常生活。不過入元之後，聖僧信
仰急遽衰退，作者猜測可能和元代佛教和寺院內部的變化有關。

《 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 —— 從大德寺宋本 “ 五百羅漢圖 ”

說起 》 羅漢信仰作為佛教 “ 聖僧 ” 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宋代
展現出了獨特的魅力和深遠的影響力。作者在前作 《 中國的聖僧
信仰和儀式 ( 4-13 世紀 )》 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宋代的羅漢信
仰及其儀式，為我們揭示了這一信仰在當時的盛行原因及其社會
影響。羅漢信仰強調釋迦涅槃後，羅漢住世度化，通過應供使人
增加福報。宋代羅漢信仰的流行，與其靈應傳奇密不可分。這些
傳奇事蹟經由士人名宦的讚頌、碑記傳播，進一步促進了羅漢信
仰的蓬勃發展。無論是皇帝、官員還是平民百姓，都通過供養羅
漢來祈求福祉、平安，甚至解決各種現實問題，這體現了羅漢信
仰在宋代社會的廣泛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羅漢信仰與宋代科
舉文化緊密相連。科舉取士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仕進途徑，功名來
自科舉考試而非家族門望。這種變化使得人們對未來充滿不確定
感，因此許多人選擇供養羅漢來祈求科舉登第。這種信仰不僅反
映了科舉考試在宋代社會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人們對未來的擔憂
和對羅漢信仰的依賴。“ 大德寺五百羅漢圖 ” 作為宋代羅漢信仰的
重要載體，不僅展示了羅漢信仰的多樣性，還揭示了宋代佛教史

10  劉淑芬《中古的社邑與信仰》，第 500-5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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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珍貴資訊。圖中各種與羅漢信仰相關的圖像，如 “ 嬰兒供養 ( 僧
伽和尚 )” 和 “ 應身觀音 ( 寶誌和尚 )” 等，都體現了當時個別聖僧
的信仰。同時，圖中還與宋代水陸法會緊密相關，進一步豐富了
羅漢信仰的內涵。

二、佛教社會史研究的新特點

(一 )客觀公正，悲天憫人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一書，巧妙地將嚴謹科學的探究方法
與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相融合，以精湛的筆觸勾勒出中古民眾在
生命歷程諸般挑戰中的真實生存狀態。該書不僅細緻入微地剖析
了中古社會個體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大關節所遭遇的種種困厄，
更深刻地揭示了佛教作為一種文化力與社會力，在民眾救助、社
群聯結及社會福利事業推進中的顯著作用。

好的研究應該像選用一把精巧絕倫的手術刀，通過深入剖析，
如同切下某個時期社會整體的橫截面，展現不同分層的肌理和文
化內涵。本書時間跨度極大，時間為 “ 中古 ”，從 5-6 世紀的北朝
一直談到宋代，但是每篇的選題都特別精巧，能夠抓住核心問題
進行闡釋，並通過詳實地資料縝密的邏輯展開調查研究，為讀者
提供一種觀看中古佛教社會史解剖學般的閱讀體驗。

劉淑芬就像一位技術高超的外科醫生，選取中古佛教研究最
重要的研究痛點，加以闡釋。因此，整部書在風格上凜冽堅實，
將嚴謹的科學論證和真實可感的寫作筆觸相結合，形成了客觀真
實且包含人文關懷的特質。例如 《 六朝家訓、遺令中的佛教成分 》

一文處理人如何面對死亡這一宏大主題，選擇的確實家訓遺囑這
一極具個人化的文獻載體。正式通過對於死後該如何入殮，殯葬，
祭祀等細節的設想和安排，使得我們一窺佛教文化和信仰如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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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南北朝喪葬儀式的各個細節。《 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 》 一文對
北朝末年的戰爭等兵災人禍進行了梳理，繼而通過石柱文展現當
時的真實情況 “ 邊地散落著無人收掩的尸骨，餓殍滿道，在范陽
地區一批貧民佛教徒懷著悲憫之心，開展了社會救濟工作 ”11。作
者認為儒家在中國古代佔據主流地位，而儒家關心活著的人，佛
教的傳入填補了這部分空白，正是對佛教如何為人死後提供服務
成為劉淑芬一直關注的內容 12。正是這種勇於直面死亡、深刻關
注死亡及其廣泛關聯領域的獨特思路和開闊視野，賦予了劉淑芬
在造像碑、經幢、遺囑、喪葬儀式、救亡治病、社邑組織等眾多
研究領域持續深耕的非凡能力。她的研究不僅僅局限於對 “ 死亡 ” 

( 結社活動，懺悔儀式等 ) 這一主題的簡單探討，更是深入到了如
何更好地 “ 面對死亡 ” ( 喪葬儀式，福田思想等 )，乃至在可能的
情況下避免死亡這一更為深邃的層次 ( 佛教醫療 )。在劉淑芬的筆
下，死亡不再是一個單一、孤立的現象，而是被置於了一個複雜多
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她通過對各種與死亡相關的物質文化遺
存、文獻記錄以及社會實踐的細緻分析，揭示了人們在面對死亡
時所展現出的多樣態度、信仰習俗以及應對策略。這些研究不僅
讓我們對古代社會的死亡觀念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也為我們理
解佛教思想如何影響中國人以文化的方式應對生命終極問題提供
了寶貴的視角。

劉淑芬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她能夠將微觀的個案分析與宏
觀的社會文化背景相結合，通過細膩的歷史敘述和深刻的理論分
析，展現出死亡和疾病的社會學意義，展現這兩個議題在不同歷
史時期、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多樣面貌和深刻影響。她關注死亡本

11  劉淑芬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第 237頁。
12  劉淑芬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自序 》，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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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更關注死亡如何塑造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
以及人們如何通過信仰、儀式和社群活動來尋求對死亡的超越和
慰藉。她更關注應對死亡，避免死亡的方式方法，這也是儀式、
醫療、祈禱、伐魔等話題所切中的重要研究內容。

劉淑芬的研究展現出了一種非凡的學術洞察力，她擅長以微觀
視角為切入點，卻能深刻地挖掘出其中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深遠意
義。誠如她自己在序中所言，她 1983 年纔進入史語所工作室，當
時的所長丁邦新找她談話，叮囑她 “ 凡找一個題目，要能坐上五年
十年研究，也就能開創擴展性的研究 ”，她說自己牢記在心 13，本
書無疑是堅持不懈深耕某個議題，繼而開花結果的典型代表。

佛教絕非單純的精神信仰體系，實則成為中古社會結構中的
一股強大力量，深度滲透並塑造了民眾的日常生活。在疾病肆虐、
天災人禍頻發的背景下，佛教以其獨特的慈悲觀念和宗教實踐，
為民眾提供了心靈的慰藉與實質性的救助。寺廟成為民眾心靈的
避風港，僧侶群體則不僅傳播佛法真諦，更積極籌建社邑，聯結
各方資源，共同應對疾病、災害、兵亂等眾多社會難題，展現了
佛教在社會整合與危機應對中的獨特價值。佛教的這種積極作用，
不僅體現在對個體精神的滋養上，更在於其對社會整體發展的深
遠影響。通過社邑的組織與運作，佛教促進了不同社群間的交流
與協作，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與穩定性，形成了各類人活動交互
救助扶持的場域。同時，佛教還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的興辦，
如教育普及、醫療救助、慈善賑濟等，為社會的和諧與人民特別
是底層人名的生存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一書，通過深入剖析佛教與社會之間
的複雜互動關係，精妙地展現了 “ 社會 ” 與 “ 信仰 ” 兩大命題之

13  劉淑芬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自序 》，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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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內在聯繫。社會的信仰體系是其文化特質、價值觀念與社會
結構的深刻反映，而信仰又以其獨特的方式反作用於社會，推動
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在中古時期，佛教的廣泛傳播與深遠影響，
正是這一互動關係的生動例證。這種雙向互動的分析框架，為我
們理解中古時期社會與信仰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嶄新的視角與深刻
的洞見。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一書以其深厚的學術底蘊與精湛的研
究技藝，為我們呈現了一幅充滿人文關懷與科學精神的中古社會
史畫卷。它不僅讓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佛教在中古時期的積極
作用與深遠影響，更為我們探究社會與信仰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
了寶貴的理解路徑。

(二 )打破界限，建立聯繫

楊慶堃在其扛鼎之作 《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 —— 宗教的現代社
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 》 一書中藉助新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
創造性的使用 “ 制度性的宗教 ” (institutional religion) 和 “ 分散性
的宗教 ” (diffused religion) 來討論中國古代的宗教問題。制度性宗
教是擁有自己的神學、儀式和組織體系，獨立於其他世俗社會組
織之外的宗教形式；而彌散性宗教則是儀式、組織與世俗制度和
社會秩序其他方面的觀念和結構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宗教。作者
從中國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入手，從組織、結構等眾多因素
討論了宗教的社會功能 14。雖然這一理論是在宏觀領域對中國社
會宗教的描述，但是對於我們理解劉淑芬討論的中古社邑與信仰
相關話題也具有啟發性。

14  楊慶堃 (C.K Yang)著，范麗珠譯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
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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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在斷言劉淑芬的研究彰顯了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
教相較於其他宗教的優越性，或者說側重制度性因素在佛教傳入
中國之後扮演的作用，雖然書中確實通過儀式、組織和信仰展現
了這種制度性的、系統性的宗教因素影響社會民眾生活的內容 ( 如
寺院的醫療功能，功德寺，聖僧、羅漢信仰等話題 )；而是強調她
的研究通過一系列深入的個案分析，從細膩微觀的角度揭示了中
國宗教生態的多樣性，以及背後各類議題的相互交織。佛教在中
國的傳播，遠不止於作為一種制度化、組織化的宗教形態，而像
是一股滲透力極強的文化力量，觸及並影響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和層面。

劉淑芬的研究工作，實際上搭建了一座橋樑，連接了制度性
宗教與那些更為鬆散、彌漫性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現象之間
的理解鴻溝。她不僅探討了佛教在經典教義、寺廟制度、僧侶生
活等正式宗教結構中的表現，還深入挖掘了佛教信仰如何融入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民間信仰、風俗習慣、藝術創造乃至社
會倫理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此外，她的研究還巧妙地揭示了精英佛教與大眾佛教之間的
動態關係，也填補了兩者之間那些被忽視的廣袤空間。精英佛教
往往側重於哲學思辨、經典研究及文學藝術層面的探討，而大眾
佛教則更多地體現在民眾的宗教實踐、祈福儀式、道德教化等日
常活動中。劉淑芬通過細緻入微的分析，展現了這兩者之間並非
孤立隔絕，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佛教在中國豐
富多元的宗教圖景。

這也就是社邑研究所展現的獨特魅力所在，它不僅聚焦於經
幢、石像、造像碑等物質文化的遺存，更深入探討了這些遺存背後
所蘊含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與人際關係。在社邑的框架下，我
們看到了佛教如何成為一種強大的紐帶，將不同身份、不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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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層的人們緊密相連，共同構築了一個跨越界限的共同體。在
這個共同體中，僧人與俗眾並肩而行，漢人與胡人相互融合，他們
共同面對生活的艱辛與死亡的威脅，通過佛教的信仰與實踐找到了
心靈的慰藉與力量。無論是發心造像以祈求福祉，還是結社互助
以共度難關，亦或是慶祝各類宗教活動以增進團結，這些行為都
體現了佛教在凝聚人心、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巨大作用。

同時，社邑研究也揭示了佛教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動態關係。
雖然上層政策的變動會對佛教的傳播與僧人的地位產生影響，如
南朝嚴苛的政策導致南方造像碑數量相比北方較少，唐代政策的
變化影響了社邑的基本形式，但佛教作為一種文化力量，其聯合
不同社會階層、促進民眾生產生活的功能卻始終未變。僧人們也
並非被動接受政策的安排，他們往往能夠靈活應對，或隱匿鄉村
繼續傳播佛法，或成為教化百姓的重要力量，為社會的穩定與發
展貢獻著自己的智慧與力量。

(三 )深入社會，關注生活

幾年前，聖凱法師指出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側重 “ 生
活、主體、內在 ” 三個維度的轉向：“ 生活轉向 ” 側重從思想觀念
到身體實踐，即從強調思想觀念的宗派史寫作到重視具體的實踐
行動 —— 社會生活；而 “ 主體轉向 ” 則是強調從高僧到僧眾，即
從重視優秀個體的行動和思想到重視具有共同意義追求和制度規
範的 “ 宗教共同體 ”；最後 “ 內在轉向 ” 則提供新的觀察視角，從
外部視野到內部視野，即從王權政治、社會心理等外部力量等來
解讀和剖析佛教到從 “ 僧眾 ” 這一實踐主體來呈現 “ 佛教整體 ”15。

15  聖凱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種轉向 》，《清華大學
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20年第 2期，第 132-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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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他讚賞劉淑芬 2008 年出版的 《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 》 一書從多
個角度反應了當時佛教與中國社會相互滲透、影響的立體景觀 16。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的四個部分表面是對於社會史不同面
向的展現，其內在則是對於僧俗信仰生活的 “ 復現 ”。近三十年來，
隨著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學者們開始意
識到，僅僅從宗教內部來探討佛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其置於
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進行分析。特別是隨著大量新史料的發現與
利用，如碑刻、墓誌、文書、圖像資料等，為佛教研究的社會史
轉向提供了豐富的實證基礎，其中社會族群、敦煌、儀式、寺院
經濟、造像碑記、儀式、生活、性別成為學界反復討論的重要論
域，民眾真實的信仰生活和複雜的宗教活動場景都是學術關注的
重點。如侯旭東所著 《 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 —— 以造像
記為中心的考察 》17 較早關注北朝造像背後的社會動態，為學界
提供了如何更好從造像記這一獨特視角理解當時社會風貌和民眾
信仰的寶貴途徑。寧可、郝春文等學者在敦煌文獻的社會史研究
領域不斷深耕，其中郝春文的 《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
生活 》 與 《 中古時期社邑研究 》 尤為突出，不僅系統性地揭示了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還極大地推動了我
們對中古時期社邑組織及佛教社會互動的理解。敦煌作為中古佛
教社會史研究的重鎮，其社會與佛教文化的複雜關係通過這些研
究得到了深刻揭示 18。孟憲實在 《 敦煌民間結社研究 》 之後，持

16   聖凱 《生活、主體、內在 》，第 132頁。
17  侯旭東 《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 》，北京：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8  郝春文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可被視為敦煌社邑以及中古社邑研究最具特色且最重要的研究著作之一，
榮新江認為本書 “系統性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增進了我們對整個敦煌的人士，也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
佛教社會提供了有益的幫助。”見榮新江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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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深耕的結社研究，運用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從多維度對敦煌結
社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民間社會組織的認識，
也為我們理解佛教文化在基層社會的傳播與影響提供了新視角。19 

謝重光 《 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會生活 》，則聚焦於僧官制度與
社會生活的緊密聯繫，通過深入分析僧官制度的運作機制，揭示
了其對當時社會結構、文化風尚乃至民眾日常生活的深遠影響 20。
聖凱 《 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 》 則以更為宏大的視角，全景式地
展現了佛教信仰如何滲透並塑造了中國古代民眾的日常生活，涵蓋
了懺法、素食、慈善、講經、放生、菩薩信仰、名山信仰等眾多
議題 21。尚永琪的 《3-6 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 》

則從宏觀層面考察了佛教傳播對北方社會群體結構、文化認同及
社會生活的影響，進一步拓寬了佛教社會史的研究視野 22。周玉

評介 》，《中古史研究 》 2000年第 1期，第 168-169頁。此後，郝春文推出了 《中古
時期社邑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該書以敦煌為基礎將，論域更廣。
敦煌社會與佛教文化的複雜關係是中古佛教社會史研究的重鎮，有關敦煌社邑研
究在 21世紀前十年的發展狀況，可參見榮新江對郝氏著作的評介，見榮新江 《郝
春文 〈中古時期的社邑研究 〉評介 》，《敦煌學輯刊 》，第 163-166頁。對本書更深
入的討論，以及敦煌結社研究以及唐五代社邑研究的介紹，參見趙大旺 《敦煌社
邑文書與中古基層社會——郝春文 〈中古時期的社邑研究 〉讀後 》，《絲路文明 (第
七輯 )》 2022年第 1期，第 273-288頁。
19  《敦煌民間結社研究 》運用社會史研究方法，從組織結構，社邑功能，官方政
策，文獻內容，性別，民族等眾多角度對敦煌結社進行了深入討論。參見孟憲實
《敦煌民間結社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孟憲實一直注重從社會
史各種角度關注佛教文化，相對較新的研究成果有氏著 《試論唐代西域的民間結
社 》，《西域研究 》 2009年第 1期，第 1-12、140頁；《論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
籍的編造為中心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9 年第 3期，第 136-
143頁；《新出唐代寺院手實研究 》，《歷史研究 》 2009年第 5期，第 170-179頁；《出
土文獻與制度史研究——以吐魯番出土文獻為中心》，《文獻 》2023年第 6期，第
141-151頁；《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1-10頁。
20   謝重光 《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會生活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21   聖凱 《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
22  尚永琪 《3-6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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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 《 兩晉南北朝佛教出家女眾信仰與社會 》 專注於女性出家群體，
探討了她們在佛教信仰與社會變遷中的角色與地位，為理解古代
女性宗教生活與社會參與提供了重要視角 23。值得註意的是，一
些有趣的佛教物質文化也可以視為這一生活史轉向的題中之意，
比如余欣藉助經巾這一小話題打開中古宗教研究的大面向，寫的
別開生面，搖曳生姿 24。

相較於這些研究或注重敦煌或關注官方政策的解讀策略，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立足南北朝佛教社會繼而輻射整個中古時
期的佛教社會歷史發展。本身一方面可以視作其佛教研究多元立
體景觀的深入發展，同時書中關注個體宗教生命的具體體驗，以
及強調佛教鏈接社會各階層的族群，重視佛教教化、救助百姓的
社會功能，無疑體現了這 “ 生活、主體、內在 ” 這三個維度的轉型，
特別是書中事無巨細描繪僧俗的日常生活及其背後的文化意義和
宗教緣由，也可以視作 “ 生活轉向 ” 的絕佳範本。劉淑芬的研究
無疑是深入中古社會史內部，討論社邑的變遷與流動，思考在復
雜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個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對生老病死這一樸素
而基本的生命議題，以此揭示作為外來宗教文化的佛教如何落地
生根，由此進入社會史研究較難觸及或者泛泛而談的信仰生活和
生活場景。

《 中古的社邑與信仰 》 第一部分 “ 中古社邑研究 ” 側重生活
場景與組織結構的搭建。這不僅是六朝已降人民生活的 “ 平臺 ”

或 “ 背景 ”，是以往研究佛教注重精英容易忽略的部分，更是其僧
俗信仰生活的基本形態。劉淑芬的研究無疑將此 “ 背景 ” 前置，
使幕後的細節展現在舞臺之上，讓讀者深刻理解人民如何結社，

23  周玉茹 《兩晉南北朝佛教出家女眾與社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24  余欣 《物質性·儀式性·藝術表現：經巾在中古佛道二教中的信仰實踐 》，《世界
宗教研究 》 2022年第 6期，第 20-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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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齋，如何造像等等，並如何各種政策下輾轉騰挪，尋找恰
切的信仰空間。作者的多篇文章不遺餘力的挖掘社邑的重要性，
通過分析普通民眾宗教生活的組織形式，研究其背後信仰活動的
內容，社會階層、地域差異、政治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第二
部分 “ 佛教與社會 ” 則是將目光放在更為日常的生活場景，比如
人如何面對生老病死，以及由此而來的各種或偏重社會化，或側
重個人性的生命體驗，如她藉助藉助家訓、遺囑等臨終願望來看
佛教信仰如何影響人們喪葬儀禮，通過北齊標異鄉石柱展現生靈
塗炭背後的宗教力量，繼而發現佛教傳播的內在邏輯和社會因由。
或者從醫療機構切入，思考人生病之後怎麼辦這一佛教醫學常見
話題。不同於以往側重高僧大德行醫治病，傳教救人的描述，作
者從醫療資源的分配以及民間醫療機構等角度思考國家與醫療的
關係，令人耳目一新。而第三部分 “ 佛教的修習與儀式 ” 也是通
過某個僧俗信仰生活的具體細節，剖析背後的儀式文化內涵和修
行實踐。這裡面吃穿用度，行住坐臥的生活場景規範為我們理解
佛教的複雜性和制度性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後一部分 “ 聖僧與羅
漢 ” 則通過民眾參訪能夠看到的聖僧圖像入手，展現信仰生活的
生動側面。這些都是其生活史轉向的具體體現。

本書內容豐富，見解深刻，為讀者提供了對中古佛教社會史
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然而，儘管全書架構清晰，但在方法論上
的線索卻並未直接闡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對書中各部
分之間關係的把握。作者在自序中雖然簡要交代了四個部分的寫
作緣起，但缺乏一個更為全面的總結，使得某些架構之間的邏輯
聯繫不夠突出，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能需要自行梳理和構建這些
聯繫。由此，選擇某一篇目進入本書的內在緣由並不突出，有些
部分直接選了此前收入著作的篇目，有些則沒有選擇，如果能說
明選文的標準和內在因由，可能有利於讀者把握全書。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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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某些具體議題時，還有進一步擴展的空間。例如，在討論聖
僧信仰時，作者雖然對聖僧信仰進行了界定，但若能進一步探討
“ 聖僧 ” 與 “ 神僧 ” 之間的差別，或者說聖僧概念的流變本身說明
了什麼問題，以及聖僧之 “ 聖 ” 的具體體現，將更有助於讀者深
入理解這一概念。同時，作者多從儀式的角度切入分析，這一視
角固然清晰明確，但若能同時關注聖僧的書寫傳統或敘事傳統與
儀式之間的互動關係，將能更全面地展現聖僧信仰的複雜性和多
樣性。同樣地，在談到伐魔文時，作者可以進一步關注這一文體
與六朝其他文體 ( 如檄文、論辯 ) 之間的互動關係。通過比較不
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以及它們如何相互借鑒和影響，將有助於讀
者更深入地理解伐魔文在六朝文學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
的擴展不僅能夠豐富本書的內容，也能提升讀者對中古佛教社會
史的整體認識。

整體而言，本書深蘊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以社邑制度為經
緯，巧妙構建起中古佛教研究的宏闊框架，細膩勾勒出社會歷史
與個人生活的緊密聯結，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作為具體的 “ 個人”

與複雜的 “ 群體 ” 之間如何聯結的組織架構、文化背景和實踐路
徑，實為洞察中古社會結構與信仰組織形態的寶貴篇章。


